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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论在美国传播的三部曲 

张雯 

(华东师范大学文学院，上海，200241) 

摘要：在美国汉学界的语境中，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其在美国的跨文化传播过程值得探寻。 

按照时间顺序，中国古代文论在美国的跨文化传播，经历了发轫期，发达期和稳定期三个阶段，其在西方世界的 

传播和经典性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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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  19 世纪中期的美国汉学研究，最早的组成 

成员是传教士、商人和外交官群体，他们的主要贡献 

是根据自己在中国的见闻，通过札记、书信、回忆录、 

随笔等形式予以记录，传递异域东方的人文地理、社 

会生活以及历史文化。他们对此所做出的研究更多是 

结合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针对眼中所看到的中国 

社会阐述自己的感受和想法，这是一种原生态的研究 

形式，拉开了美国汉学研究的序幕。 

自 20世纪 40 年代起，美国汉学界决心大力培养 

本土背景的汉学研究者，通过一系列努力，这一群体 

在整个汉学界所占比例逐步提升。他们在美国学习中 

国语言，获得与汉学或者中国学相关的学位，其老师 

大多数是欧洲学者和远东学者。美国汉学界经过这一 

股新生力量的传承，便更加自然而流畅地与本土语境 

融合起来。而 50年代的美国汉学界遭遇了很多挫折， 

由于经历了麦卡锡主义时代，涉及中国的一切研究陷 

入了遭人唾弃和避之不及的局面。60年代以后，研究 

力量壮大，研究方式和理念也更加科学和严谨，汉学 

研究者开始高度重视史料和考证的辅助作用，虽然在 

发展的过程中仍然暴露出很多弊端，但是成功构建了 

一种区别于欧洲汉学模式的新型美国汉学。 

一、中国古代文论在美国 

跨文化传播的发轫期 

美国对中国文学研究第一人是大名鼎鼎的文学家 

爱默生。19 世纪 40 年代，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思想 

悄悄地引发了美国众多圈内人士的兴趣。以爱默生为 

核心人物的美国超验主义俱乐部的著名刊物《日晷》 

连续刊登了众多东方思想哲人的精华之作，《论语》 和 

《四书》成为了中国先哲思想的代表作，爱默生因对 

东方异教思想持有足够认真的态度被誉为“美国的孔 

子”而被人称颂。“1843  年是爱默生在汉学上的丰收 

年，他高兴地得到一本戴维∙科利译的《中国古典：通 

称四书》。这个译本爱默生亲切地称为‘我的中国书’， 

它不仅提供了更好的孔子版本，而且第一次介绍了孟 

子。对爱默生来说， 孟子是全新的灵感源泉。同年《日 

晷》10 月号上，又刊载了长达六页的‘四书’语录。作 

为主编的爱默生在序中写道： ‘这个译本——它似乎是 

为学语言而作地练习——是我们迄今为止见到的中国 

文学中最有价值的贡献。书中的新部分是两卷《孟 

子》：上孟和下孟，由孔子以后约一百年的孟子所 

做。’” [1](63−64) 

另外一位与中国文学结下不解之缘的美国文学家 

就是埃兹拉∙庞德，他是美国著名诗人、意象派运动主 

要发起人，与艾略特同为后期象征主义诗歌的领军人 

物。他从中国古典诗歌、日本俳句中生发出“诗歌意 

象”的理论，为东西方诗歌的互相借鉴做出了显著贡 

献。1915 年，庞德出版了诗歌集《华夏集》，主要是 

一些自由体中国诗歌的英语翻译，此选集一经出版就 

获得了众多文学界人士的强烈反映。福特∙马多克 

斯∙休弗评价道：“《华夏集》一书中翻译的诗歌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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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高的美感，他们完全符合诗歌理应具备的形象。美 

是一件宝贵的事物，或许是生命中价值最高的；但是 

这种将情感完整无缺地予以传递的能力却是更胜一 

筹。庞德先生的作品兼备了这两种特性。” [2](26−27) 虽然 

庞德本人对中文及日文毫无知晓，但是这并不妨碍他 

能翻译出卓越的诗歌，并且受到英语世界读者的广泛 

认可和好评。他所采用的方法基本和著名的翻译家林 

纾一样，就是针对前人所做出的现有译文进行翻译的 

再加工和美化。这应该是美国汉学界第一次对中国文 

学领域的翻译和研究。 

美国第一篇关于中国文论的文章，应是  1922 年 

张彭春发表于同年 9 月号《日晷》杂志上的《沧浪诗 

话》的部分英语译文。张彭春原籍天津，曾在美国哥 

伦比亚大学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他在“译者注释”中 

提到，由于这部作品包含丰富的历史性隐喻，因此在 

英语翻译的过程中表现出很大的难度，如果希望从专 

业性角度对其深入理解，就必须要对其中提到的诗人 

和诗歌作品进行一些评注工作。但是一般的西方读者 

阅读译文的目的仅仅是对存在于中国文学中的这一优 

秀的诗歌批评著作有一个概括性了解，这就是本篇译 

文的目的，即挑选两部分较少涉及晦涩隐喻和文本线 

索的段落进行翻译，即“诗法”和“诗辨”的部分内容。 

值得一提的是在译文之前的由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 
世纪初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斯宾迦精心撰写的序文， 

表明张彭春的这篇翻译实际是在他的催促下完成的， 

并且是第一篇以英语译文方式出现在英语世界的中国 

文学批评著作。在这篇序言中，斯宾迦充分展现了自 

己跨越文化疆界对文学艺术的阐释理念，他认为《沧 

浪诗话》对于西方读者而言是具有纯真性以及异域魅 

力的，在同一时期的西方文学家的思想观念中会找到 

一些相互呼应之处，同时希望这篇译文能够起到抛砖 

引玉的作用，进一步展开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学艺术思 

想的兴趣。另外，他对诗歌在众多文学体裁中的地位 

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它象征了人类生命中的精神活 

动，并且被理解为由精神气质所浸染而不是依赖于机 

械性的人为标准。诗歌同科学、哲学以及修辞都是不 

同的范畴，它描述的是最基础的人类感性，像音乐旋 

律般表达了人类的愉快和悲伤，而并不是十分关注人 

类的理性和观点。他还谈到了严羽理论中的关键词 
“悟”，是指通过将诗歌同精神活动相结合而寻找到理 

解本质性意义的关键之处，并且运用比较诗学的方法 

将其与印度佛教中的“禅”以及新柏拉图主义中的“狂 

喜”概念进行类比，认为它们都具有一种神秘的气质。 

“中国古典文学理论传入英语世界的过程，可以 

上溯至 17世纪末《论语》英译、孔子的文学观为欧人 

所知晓之际。此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英语世界里 

的中国古典文论研究从总体上说进展迟缓。到本世纪 
50  年代以前相关的论著和译著只有张彭春所译严羽 

《沧浪诗话》(1929)，张氏另著有《严羽的<沧浪诗话 
>一文，见《日晷》73 卷 2 期(1922)、D.Huff《黄节< 
诗学>》(1947)等区区几部，此外便是零星的几篇论 

文。 ” [3](62) 笔者将 20世纪 60年代之前的传播事实归为 

发轫期，在这一历史阶段，传播的各种形态都处于初 

级状态，翻译数量较少，覆盖内容有限以及研究性关 

注缺乏。美国对中国古代文论的关注比英国迟了两三 

百年，20 世纪 50 年代作为一个转折点，是以汉语文 

本的英语翻译作为研究的突破口，兴趣聚集在中国文 

论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诗经》、《文赋》以及《沧浪诗 

话》三篇文本之上。比如陈世骧 1951年的《探寻中国 

文学批评之源》 ，海陶玮于 1952 年出版的《韩诗外传 
——韩婴对〈诗经〉的教化应用的诠释》 ，埃兹拉∙庞 

德于 1954年在纽约 J.Laughlin 出版社出版的《诗经》 

译本，方志彤 1951 年的《陆机的“文赋”》，以及 E.R. 
修斯 1951年的 《陆机的“文赋”： 翻译和比较研究》 等。 

二、中国古代文论在美国 

跨文化传播的发达期 

20 世纪 60 年代，随着战争的结束，各国人民都 

处于疗伤的阶段，并对刚刚逝去的战争记忆犹新。青 

年一代开始自由追逐自己的理想和个性，积极参加抗 

议示威运动，表达不满和愤怒，人们的主体价值观是 

为了民主而争取自己的权利。70年代，中美关系正朝 

向缓和期过渡， 经历了长达 20年的中美敌对，越来越 

多的美国人对遥远的中国萌生了更强的好奇心，一切 

历史遗留下来的猜疑和偏见开始得到融解，双边之间 

在贸易、教育、卫生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逐渐得到复 

苏，同时在高等学府中选修汉语的美国青年学生人数 

也大幅度提高，联邦政府、各种基金会以及各大高等 

学府在这一时期也为汉学研究投入大量资金，鼓励学 

者进行与中国相关的各方面研究，帮助购买研究所需 

的图书文献资料，促进各种研究课题的展开，重视各 

种学术活动的举办，协助培养更多更优秀的汉学研究 

新秀，不断壮大美国汉学研究的力量。此时美国的中 

国古代文论研究和翻译较之前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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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的形式也多样化，包括英语翻译，单个文论家研 

究，单个文论作品研究，中国文论整体性研究等等。 

比如海陶玮的《中国文学论题》(1962)，刘若愚的《中 

国诗艺》(1962)，黄兆杰的《中国文学批评中的“情”》 
(1969)，卫德明的《论钟嵘及其〈诗品〉》(1968)，陈 

世骧的《 〈诗经〉 ：在中国文学史和诗学中的文体学意 

义》(1969)等等。通过对以上举出的代表性研究成果 

的观察，笔者发现这些作者中的大多数早已经成为知 

名的汉学家，这一时期的成果大多是他们的博士论文 

或者早期作品。在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期，全美从事 

中国学研究的教员和研究人员接近 600 人，相关研究 

机构有 23个，开展汉语教学的高等院校已达 108所， 

而从这些机构获取学士、硕士以及博士学位的专业中 

国研究人才达到 3  000 多名。这些数字告诉人们，在 

这一时期中国古代文论在美国的传播速度是很快的。 

甚至于在这一阶段，一些美国学人感受到了西方家园 

所宣扬的价值观已经不再适用于人类的发展，而对以 

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欣赏其对 

人与人及人与自然之间对立统一、和谐共存的理想境 

界的追寻，期望从中找到一条重建西方人文价值理念 

的途径。然而同时也不可避免出现了很多问题，萧公 

权曾经回忆：“各大学里有些研究中国历史的美国学 

者，不愿(或不能)广参细考中文书籍，但又必须时时 

发表著作，以便维持或增进他们的声誉，或博取升级 

加薪的待遇。天资高一点的会从涉猎过的一些资料中 
‘断章取义’，挑出‘论题’，大做文章。只要论题新鲜， 

行文流畅，纵然是随心假设，放手抓证的产品，也会 

有人赞赏，作者也沾沾自喜。这种作风竟有点像王阳 

明在《书石川卷》中所说：‘今学者于道如管中窥天， 

少有所见即自足自是，傲然居之不疑。’” [4](225) 美国的 

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在 20世纪 70年代到 80年代出现了 

蓬勃发展的趋势，大批研究成果出现。研究者数量增 

多一方面是因为这一阶段从美国高等学府和研究机构 

毕业的人数大幅度提高，另一方面是  1972 年尼克松 

总统访华后，大批的美国访华代表团前往中国进行实 

地考察和当面交流，这样的契机为美国汉学家提供了 

更多的研究素材和更好的研究土壤。 

这一长达 30年的历史时期被笔者视为发达期， 翻 

译和研究作品的数量有了显著的增加，所涉及的古代 

文论作品范围扩大，一些经典性代表作得到深入研 

究，观察视角和思维方式呈现多元化趋势。代表性的 

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作品有：陈世骧的《论中国抒情传 

统》(1971)；白芝的《中国文学类型研究》(1974)；刘 

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1975)； 《中国文艺精华》 
(1979)； 《走向中西文学理论的融合》(1977)； 《语际批 

评家：阐释中国诗歌》(1982)； 《语言——悖论——诗 

学：一种中国观》(1988)；倪豪士的《中国文学论文 

选》(1976)； 《柳宗元》(1973)； 《印第安纳中国古典文 

学指南》(1986)；李又安的《中国文学方法——从孔 

子到梁启超》(1978)； 《王国维人间词话：中国文学批 

评研究》(1977)；马幼垣的《孔子与中国古代文学批 

评：与古希腊的比较》(1970)；缪文杰的《东汉末期 

的文学批评》(1972)；富瑟克的《曹丕的诗歌》(1975)； 

吉布斯的《<文心雕龙>的文学理论》(1970)；叶嘉莹 

的《钟嵘〈诗品〉中的理论，标准与诗歌批评实践》 
(1978)；菲斯克的《中国中世纪与西方现代文学理论 

中的形式主题：模仿性、互文性、比喻性及突出性》 
(1976)；罗伯逊的《传达有价之物：司空图诗学与〈二 

十四诗品〉 》  (1972)；余宝琳的《司空图〈诗品〉 ：诗 

歌形式的诗学理论》 (1978)； 《中国象征主义诗学理论》 
(1978)； 《中国诗学传统中的意象阐释》(1987)； 《中国 

文学理论的形式特征》(1983)；叶维廉的《严羽和宋 

代诗学》(1970)；林理彰的《正统与启蒙：王士祯的 

诗学与其先行者》(1971)；王靖献的《钟鼓集》(1974)； 

布什的《中国艺术理论》(1983)；张隆溪的《语言与 

阐释：东西比较诗学研究》(1989)；黄兆杰的《王夫 

之论著中的‘情’与‘景’》(1978)；康达维的《文选》 
(1982)；P.Y.邵的《作为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和修辞学 

家的刘勰》(1982)；宇文所安的《中国传统诗歌与诗 

学：世界的征兆》(1985)；缪文杰的《中国诗歌和诗 

学研究》(1978)；等等。 

三、中国古代文论在美国 

跨文化传播的稳定期 

新旧世纪之交，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美国汉学界 

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与翻译代表性作品有欧阳桢的《透 

明之眼： 对翻译、 中国文学和比较诗学的思考》 (1993)， 

宇文所安的《中国文学思想读本》(1992)《诺顿中国 

文学选集：初始至 1911年》(1996)，吴小周的《中西 

文学类型理论与批评比较研究》(1990)，张隆溪的《道 

与逻各斯：东西方文学阐释学》(1992)，赵和平《<文 

心雕龙>： 中国早期写作修辞论》 (1993)， 许小青的 《作 

为宋代文学批评形式的“诗话”》(1991)，王靖宇的《中 

国清代文学批评》(1993)，陈瑞山的《<沧浪诗话>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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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1996)，蔡宗齐的《一种文学精神：<文心雕龙> 
中的文化、创新和修辞》(2001)《比较诗学的构造： 

中西方文学理论的三个视角》(2002)《中国美学：六 

朝文学、艺术以及宇宙的秩序》(2004)《怎样阅读中 

国诗歌》(2007)，欧阳桢和林耀夫的《翻译中国文学》 
(1995)，梅维恒的《哥伦比亚传统中国文学选集》 
(1994)，《哥伦比亚中国文学选集》(2001)，闵福德和 

刘绍铭的《含英咀华集》(2000)，苏源熙的《中国美 

学问题》(1993)，叶威廉的《地域的融合：中西诗学 

对话》(1993)，朱耀伟的《从西方视角阅读传统中国 

诗学：三种可模仿情况》(1993)，余宝琳的《批评理 

论和中国文学研究的再思考》(1994)。 

自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建立在发达期的基础 

上，美国从事古代文论研究的人员、场所以及藏书资 

源呈现出平稳上升但速度放缓的趋势，目前的相关硬 

件条件基本能够满足古代文论研究的需要，具体传播 

事实更展现出成熟稳重的气质。稳定期的古代文论研 

究不仅在研究范围和体察深度方面得以拓展，并且在 

具体实施手段和审视视角方面获得了突破，与传统的 

书面研究相比，更为直接和透明的会议或座谈性研究 

成果开始出现，并且在成果出版形式以及研究思路方 

面有了较大的提高。这一时期的美国中国古代文论专 

著和译注出现了以下三种代表性形态：第一种是交流 

研讨性质学术会议对某一会议主题所提交的论文，比 

如欧阳桢和林耀夫所编辑的《翻译中国文学》就是汇 

百家之言的论文集。1990 年 11 月，蒋经国基金会、 

台湾国立大学以及文化发展和计划委员会共同举办了 

第一届关于中国文学翻译的世界性学术会议，海内外 
40余名中国文学学者齐聚台北参与会议，递交论文， 

交换研究思想和心得。在 11 月 19日到 11月 21 日的 

三天会议时间内，一共有百余篇论文获得展示，由于 

篇幅有限，这本论文集仅挑选了其中的一小部分。第 

二种是从比较诗学的整体性角度思考中国文论与西方 

文论之间的关联和冲突，比如蔡宗齐《比较诗学的构 

造：中西方文学理论的三个视角》，在本书中，他首先 

将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两种文学理论思想放置在一个 

平衡的范畴之中，追溯了它们的历史性发展轨迹，各 

自独特的思维导向，以及具体的文化系统。文中着重 

对一些能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典型性表征两种文学思 

想的术语，命题以及宗旨进行了深入探讨，作者旨在 

凭借这些主题性研究的突破口，展开对中西方诗学关 

系的研究，从而建构中西方比较诗学的平衡状态。第 

三种是以选集的形式，以及历史年代的顺序划分收集 

一些翻译和研究成果。比如《诺顿中国文学选集：初 

始至 1911 年》，这部选集的目的是为了呈现出文学传 

统，而不是一种静态的在年代顺序上的重新安排，而 

是将所有文本视为一个大家庭中的各个成员。在“传 

统文学理论”一节中， 作者谈到中国传统和其他很多文 

明一样，文学批评理论作品是和文学作品共同生成 

的。这些理论作品的价值在于告诉人们文学是如何构 

思而成的，又是应该怎样阅读和欣赏。作者主要关注 

了曹丕、刘勰和陆机的文学思想，并且对《文赋》的 

全文，以及《文心雕龙》的“原道”“神思”“体性”“通 

变”“隐秀”篇进行了翻译。 

四、结语 

中国古代文论在中国文学史中的经典性地位是毋 

庸置疑的，它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 

分，凝聚着从先秦开始，无数文人学士在中国文学世 

界中驰骋探索的知识性结果。针对文学作品、作家以 

及相应文学现象阐述自我的观点，抒发思想情愫，建 

构文学思想和文学作品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紧密联 

系。然而，中国古代文论是结合了佛教文化思想和儒 

家思想的整体性而逐渐自我发展而成的，其在西方世 

界传播和经典性的形成仍然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正 

如顾明栋谈到自己应英语世界权威性文学理论选集 

《诺顿文学理论选集》主编里奇的邀请担任中国文学 

理论板块特别顾问的经历： “为了体现源远流长的中国 

文论传统，笔者原打算推荐一位古代文论家。像大多 

数学者会想到的那样， 笔者选了刘勰， 推荐了 《原道》、 

《神思》、《体性》、《风骨》等几篇，供编委会挑选。 

出乎意料之外的是，竟然一篇也没选中。笔者又推荐 

了陆机的《文赋》和叶燮的《原诗》，结果仍然没有选 

中。大多数编委们认为，中国古代文论，由于历史、 

文化、思想和写法的特点，其概念、名称、术语、观 

点以及用典等，即使加以详细的注释，西方读者也未 

必能理解。而且古代文论偏重感悟式评点，虽有独到 

见解和精辟的思想，但常常是蜻蜓点水，一带而过， 

没有进行深入持续的探讨，不合诺顿文选的编辑方 

针。” [5](19) 的确，这样的结果和现实是中国文学理论和 

批评界所不想看到的，作为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理论性 

表征，中国文论一直渴望获得在中西方语境之间平等 

地对话交流，相互地知识性汲取以及广泛地融合性运 

用。又如殷国明对中国文论所具有的普世性价值的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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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普世价值是在近代以来跨文化语境中生发的，可 

以理解为一种人类共通的、普遍的、可以共享的、有 

益于整个世界的文化价值观念，它不仅是任何一种理 

论学说的灵魂，而且也是连接和沟通人类心灵的基础 

和桥梁。显然，这种普世价值理念及其追寻，在一种 

封闭和偏狭的文化语境中是不会引人注目的，因为在 

封闭和偏狭的文化语境中，价值是自明自在的，不存 

在文化认知和认同的障碍，是不需要敞开和弘扬的； 

只有在跨文化语境中，在多种文化的碰撞、交流和比 

较中，才能凸显出自己的面貌。换句话说，普世价值 

不仅是超越理论逻辑、体系、范畴、方法、框架和话 

语的一种人文指标，而且是在跨文化语境中不断被发 

现和创造的精神愿景，其存在闪烁着人类理想的光 

亮。” [6](103)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文论在美国的跨文化 

传播过程依据历史年代的划分，可以被归纳为以上三 

个主要的阶段。虽然目前处于稳定的时期，但是仍有 

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思索，期待在跨文化的语境中更 

好地定位这种存在于中西方文学思想或理论之间却甚 

难觉察的普世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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